
　　社会
2008·3
Society
第 28卷

社区选举 :在政治冷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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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选民普遍冷漠的情况下 ,居委

会换届选举依然实现了非常高的投票率 ? 通过对上海市 2006年社区选举的

考察 ,我们发现高投票率与一人多票是分不开的。一方面 ,家庭而非个人是

最基本的投票单位 ,通常一个家庭只有一名成员亲自投票 ;另一方面 ,无限制

的委托投票赋予了社区积极分子事实上的“复票权”。这种局面实际上是政

府、党总支 /居委会、积极分子和选民共谋的结果。与村民自治相比 ,城市社

区选举之所以缺乏活力 ,关键在于村委会选举以分配性利益为基础 ,需要选

出“当家人”;而居委会选举以维持性利益为基础 ,只要选出“守夜人”。居民

的政治冷漠实际上是由社区的利益结构所决定的 ,而社区选举的制度安排又

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冷漠。

关键词 :社区选举　政治冷漠　投票率　分配性利益　维持性利益

一、问题的提出

2006年 6月初到 8月底 ,本课题组成员选择性地对上海市 6个区

的 20余个居委会换届选举进行了为期 3个月的田野调查 ,其中笔者所

蹲点的是 Z区的 L小区和 H新村 ,观察那里的“海选”。Z区介于中心

城区和边缘城区之间 ,经济水平在城区相对落后 ,但社区建设在上海颇

有特色 ,此番更是在浦西地区率先“吃起了螃蟹”,在 L小区和 H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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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居委会试行“海选”。这两个居委会都是“老公房”居民区 , L小区

始建于 20世纪 80年代后期 , H新村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 50年代末 ,

但多数住房建于 80年代。L小区的居民基本上是上海市机电系统的

中层干部 , H新村的居民主要是 S大学的教职员工。两个社区的规模

都比较小 ,文化层次相对较高 ,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 ,离退休人员的比

例非常高 ,以核心家庭为主 ,在老年人群体当中 ,空巢家庭非常多见 ,社

区内没有大的矛盾 ,失业、“低保”等困难人口不多。两个小区都是上

海市的“明星”社区 ,前者以社区党建闻名 ,后者以楼组建设著称。

1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衡量人们对于选举的关心程度 : (1)是否知道选举这件事情 ; ( 2)

对选举工作的各个环节的参与程度 ; ( 3)是否愿意投票 ; ( 4 )是否在意选举过程的公正性 ;

(5)是否关心选举的结果 ,即谁当选。我们认为 ,如果一个居民不了解、甚至不愿意了解选

举 ,甚至从未参与或留意过选民登记、公布选民榜、竞选演讲、投票等公开性事件 ,也不在乎谁

最终当选 ,那么 ,我们可以初步认定此人对社区政治是比较冷漠的。以上指标的设定参考了

雷洪、胡涛 (2003)的观点。

2本文所谓的积极分子是指长期热衷于社区公共事务且不领取经济报酬的居民 ,主要包括楼

组长、党小组长、选举委员会成员、选举工作人员等 ,而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成员和社工不

在此列。

进入社区之初 ,我们就随机采访了一部分居民 ,看他们是否知道和

关心这次选举。1 L小区的选举筹备工作是 2006年 5月 20日启动的 ,

我们于 6月 5～7日对小区部分居民进行了采访 ,当时选民登记工作业

已完成 ,竞选人基本确定 ,小区宣传栏也张贴了选委会的有关公告 ,还

有“珍惜民主权利 ,积极参与居委会换届选举”的条幅挂在显眼位置 ,

选举工作流程已经落实过半 ,再过十多天 (6月 18日 )就将举行投票。

按理说居民们只要稍加留意 ,就会对选举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然而 ,绝

大多数受访者对选举都抱着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 ,一部分人甚至根本

不知道这回事情。我们接着又采访了一部分社区积极分子 , 2结果发

现 ,尽管他们积极地参与选举的筹备工作 ,但主要是把它作为一项任务

来完成的。对他们而言 ,选举工作与平日的卫生检查、治安巡逻没有什

么区别。一位选举工作人员这样描述人们的心态 :“老百姓对‘海选’

不关心 ,谁当选 ,没有多大的利益冲突。我们对居委会的要求也不高 ,

只要为老百姓服务就可以了。作为一名党员 ,这是一项任务 ;对于群

众 ,就无所谓了 ,只要有一个组织 ,有事找得到人就行 ,老百姓讲实

际。”如果说我们的访谈样本太小 ,那么有关的统计数据也显示了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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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 ,马卫红、黄沁蕾、桂勇 (2000)关于上海市居民社区参与意愿的

分析指出 ,居民社区参与的基本状况可以概括为“总体参与意愿不

强”,仅有 15. 7%的被访者表示很想参与。张亮 (2001)指出 ,由于居民

参与不足 ,“上海社区建设面临困境”,只有 25%的居民表现出一定的

社区参与意愿。这意味着大多数居民对于包括选举在内的社区公共生

活是比较冷漠的 ,而政治冷漠 (political apathy)往往会直接导致政治不

参与 ( nonparticipation) (Deluca, 1995) ,由此推断 ,社区选举的投票率

应该很低。然而 , L、H两个小区的选民登记率却都超过 90%。我们查

了 L小区上一届 ( 2003年 )选举的情况 ,投票率竟高达 91. 3%。我们

当时的直觉是 ,今年的投票率肯定也低不到哪去。在对街道民政科负

责人和选举委员会主任 (由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担任 )的访谈中 ,我们也

可以感觉到他们的这份自信。结果也确实如此 , L小区和 H新村的投

票率分别达到 93. 7%和 80. 4%。据我们了解 ,其他居委会的投票率基

本都在 80%以上 , 90%以上的情况亦相当普遍。也就是说 ,高投票率

在上海 (乃至全国 )的社区选举中是一个普遍现象。1那么 ,问题就出来

了 :为什么在大多数人对选举漠不关心的前提下 ,投票率依然如此之高 ?

这明显有悖于常识 ,须知 ,社区既没有科层制权力 ,也不掌握再分配资

源 ,激进的意识形态更是早已退潮 ,基本不存在强制投票的情况 ,不投票

也不会招致政治上的风险。2那么 ,是什么因素创造了如此高的投票率 ?

1由于间接选举的选民 (居民代表或户代表 )人数较少 ,投票率高也不足为奇 ,因此本文只讨

论直选和海选的情况。通过网络搜索 ,我们得悉上海市部分区和街道本届居委会“直选”的

投票率 ,黄浦区为 95. 24% ,卢湾区为 98. 37% ,杨浦区某街道为 98% ,闸北区某街道为 85%。

2 Townsend (1969)在研究 20世纪 60年代中国民众的选举行为时发现 ,国家政权通过宣传手

段 (p ropaganda)和小群体互动 ( small2group interaction)给选民施加巨大的心理压力 ,从而迫使

他们不得不投票。在当代的社区选举中 ,同样存在上述两种手段 ,但与过去相比有很大的不

同 :首先 ,运动式的宣传基本淡出 ,主要是通过宣传栏、横幅、召集积极分子开会等“静悄悄”

的方式来进行宣传动员 ;其次 ,虽然党小组和楼组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小群体”的监督和激

励作用 (奥尔森 , [ 1965 ]1995) ,但这种压力主要是情面上的而非政治上的 ,人际性的而非组

织性的 (后文将作具体阐述 ) ,不投票也不会带来任何严重后果。

二、文献回顾 :从行动者到社会结构

学术界对于投票行为的研究主要有两条路径 :一是以行动者为中

心 ,最具代表性的是理性选择理论。该理论将选民假定为追求利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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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的理性行动者 ,或者说是政治市场上的消费者 (格林、沙皮罗 ,

[ 1992 ]2004)。按照理性选择理论的逻辑 ,个人的投票行为是非理性

的 ,因为投票是有成本的 ,因此在预期效用的意义上 ,只有看到自己所

偏好的候选人被选中的价值———乘上你的选票在选举过程中起到决定

性作用的可能性———超过净的预期成本时 ,选择投票才是具有工具理

性的。但是 ,单独一张选票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因此 ,

不论投票成本多低 ,总能超过预期的投票收益 (古丁、克林格曼主编 ,

[ 1996 ]2006: 989)。可事实恰恰相反 ,投票并不是一种例外情况 ,有相

当多的选民还是情愿“得不偿失”地去投票。是理性选择理论失败了 ,

还是选民不够理性 ?

社会学家 P.布劳 ( [ 1964 ] 1988: 272)提供了一个替代性解释 ,他

指出 :第一 ,政治行动不仅仅依赖于利益的合理计算 ,有时基本上是人

们的价值和感情的表现性现象。当然 ,这种表现性的行动绝不缺乏报

酬 ;第二 ,政治生活中所获取的报酬不局限于政府所提供的报酬以及因

此取决于选举胜利的报酬 ,而是包括许多直接来自政治参与的报酬。

一个人前来投票 ,尽管从经济上看是不划算的 ,但可能他本人对民主生

活有很强的诉求 ,或者有公民责任感 ,又或者寻求在投票站露面时的自

豪感 ,这对于他而言就是一种“社会报酬”。社会报酬本质上仍是一种成本 /

收益分析的经济学逻辑 ,只不过把收益从物质扩大到精神和价值领域。

第二条研究路径是以社会结构为中心 ,尤其强调社会嵌入性

( social embeddedness)对选民行为的规范和制约 ,不再把投票视为个体

的决策行为 ,毕竟不存在完全孤立的个体 ,认为人们的社会行动往往镶

嵌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 ( social networks)之中。研究者发现 ,选民所

处的直接社会环境 ( immediate social environment)对其行为有重要影响

( Kenny, 1992) ,一个社会的投票率高低与社会资本 ( social cap ital)存

量、与邻里间的信息交换 ( neighborhood information exchange)正相关

( Putnam, 1993; Grosser et al. , 2006)。这一思路与经济学有着根本的

不同 ,就是把社会结构纳入了分析视野 ,但是 ,社会嵌入性仍然是一种

拓展了的个人主义视角 ,只不过把焦点从个体转移到个体之间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讲 ,视野并没有完全打开 ,我们很难相信 ,一个人的行为

可以完全从他的日常社会交往中得到解释 ,因为还有一些更为宏观、更

具刚性的因素在对人们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譬如时势、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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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迁。

在方法论上 ,本文试图融合理性行动者与社会嵌入性两种视角 ,不

仅看到行动 ,也看到结构 ;既看到选择 ,也看到约束 ;既看到结构对行为

的限定 ,也看到行为对结构的建构与解构。后文将会阐明 :在社区选举

中 ,利益最大化原则与社会嵌入性是同时起作用的 ,但社区内部的关系

网络具有一定的差序性质 ,社会嵌入性越强 ,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倾向越

不显著 ,反之亦然。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 ,本文认为 ,对个人行动构成

约束的结构性因素远远不只是我们看得见的那些社会交往所形成的网

络 ,也许还有我们“看不见的手”在背后发挥作用。除了组织网络和社

会关系网络 ,本文引入了利益结构和选举制度这两个结构性变量。所

谓利益结构就是社区内部利益的构成及其对于人们的意义 ;所谓选举

制度是实践意义上而非文本意义上的 ,主要是指社区选举 (带有地方

性色彩 )的实际操作程序。

回到本文提出的问题 :一方面 ,居民对社区选举表现出普遍的冷

漠 ;另一方面 ,不仅有居民投票 ,而且投票率高得惊人。似乎只存在三

种可能 : (1)人们的冷漠是不真实的 ; (2)人们在某种机制的激励下参

与投票 ; (3)投票率本身存在问题。

Tarrow (1971)的研究揭示了第一种可能性 ,他在研究法国农民的

政治参与时 ,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 ,虽然法国农民在民意调查时经常回

答他们对政治不是很感兴趣 ,但他们却经常参加选举 ,而且参加选举的

人数比城市居民要多很多。他提供的解释是 ,法国的农民非常的独立 ,

他们把“对政治感兴趣”理解为要参加某个特定的政党 ,从而意味着对

现有政党的肯定 ,虽然他们实际上对政治感兴趣 ,但出于对政党的反感

而矢口否认。Tarrow指出 ,“你对政治有多大兴趣”这个问题并不能有

效测量法国农民对政治参与的态度。但 L、H两个居委会的情况显然

不同 ,因为我们在访谈中并没有使用“政治兴趣”这样一个可能存在歧

义的词汇 ,而是直接询问人们对于选举的看法和了解程度。那么 ,受访

者有没有可能心口不一呢 ? 即事实上在乎选举 ,但嘴上不愿意承认 ?

如果真是这样 ,是出于什么动机 ? 我们的经验观察基本上排除了这种

可能性。

国内学界对居委会选举的研究主要倾向于第二种可能性 ,认为是

某种动员机制使人们在不感兴趣的情况下被动卷入了选举 ,但对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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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机制本身 ,学界又存在分歧。第一种解释笔者称之为“面子动员

说”,其总体的判断是 ,居委会选举是一场利益问题被暂时“悬置”的选

举 ,由于与利益无涉 ,居民对选举抱着冷漠和无所谓的态度便不难理解

了 (徐珂 , 2004;桂勇 , 2004;刘建军 , 2004)。既然如此 ,为什么还会有

那么高的投票率呢 ? 桂勇 (2004)认为 :居民的高参与率的真实逻辑与

人情和面子有关。“选举当天 ,在我们的随机访问中 ,当问到他们为什

么来填写选票时 ,‘看他们的面子 ,帮他们完成任务’是我们常听到的

回答。”居委会“干部”平时关心居民 ,到了选举的时候 ,参与投票就成

了居民还人情的一种方式 ,因为这关乎居委会“干部”的面子和位子。

也就是说 ,居民尽管内心对选举无所谓 ,但碍于人情和脸面 ,仍然会去

“捧场”。刘建军 (2004)也持类似的观点 ,认为在居委会和居民之间长

期形成的面子资源是保证城市基层选举顺利进行的砝码。必须承认 ,

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人情和面子在居委会的日常运作和选举

动员中的确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 ,如果居民的投票行为仅仅是基于

居委会“干部”的人情和面子 ,那么 ,在社会关系网络发达的传统里弄

与老死不相往来的商品房社区 ,参选率应该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是就

我们所掌握的信息 ,这两种社区的投票率并无显著差别。何况上海的

绝大部分社区都是单元楼住宅区 ,邻里关系相对疏远 ,按照 L小区一

个居民的说法 :“我们上海人是不大来往的”;一部分居民感叹当年住

在里弄的时候 ,邻里之间相互串门 ,在楼下乘凉无需闭户 ,这种怀旧情

绪也暗示了社会交往的稀疏。1999年关于上海市居民的一次抽样调

查显示 ,只有 17. 0%的被访者表示自己在邻里中的熟人很多 (与此对

照 , 28. 5%的被访者表示自己在邻里中的熟人不多 ) ,这意味着 ,城市

邻里人际互动并不频繁 ,远未达到可称之为“熟人社会”的水准。此外

26. 3%的被访者认为自己与邻里利益和依赖关系较强 ,绝大部分被访

者 (67. 4% )认为与邻里的利益关联不大。在这种情况下 ,不能不让人

怀疑人情和面子的普遍性。L小区的选委会主任、总支书记 W女士就

坦陈自己只“认识”不到一半的居民 ,“认识”的尚且只有这么多 ,够得

上交情的想必更少。即使考虑到人情和面子的“乘数效应”,也就是一

部分居民尽管跟居委会“干部”关系一般 ,但他的亲戚、朋友、熟人当中

有跟居委会交好的 ,从而在他人的带动下参与投票 ,我们也很难相信人

情的覆盖率会达到 80%乃至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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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解释笔者称之为“关键群众动员说”,这种观点认为社区选

举并不是利益无涉的 ,社区公共利益是可以被建构的。刘春荣

(2007b)在上海市 2003年居委会选举的个案研究中引入了“关键群

众”( critical mass) 1的概念 ,他认为居委会对居民的邻里动员 ,其奥妙

乃是营造一个具有关键群众特征的社会关系网络。基层社会的积极分

子网络因其与政治建制的特殊关系 ,一经产生便具扩展能力 ,它通过认

同建构 ( identity formation)和利益传送 ,诱发居民的参与行为 ,最终导

致了邻里动员的成功实践。但问题是 , (1)关键群众作为一种组织资

源 ,在各个社区的分布是不均匀的 ,为什么这种差异在投票率上得不到

反映 ? (2)多数人为什么会追随这批关键群众 ,而不是像单位里那样

出现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的分裂 (华尔德 , [ 1986 ] 1996: 28, 187

192) ? 按照刘春荣的解释 ,是以认同建构和利益传送为中介的 ,但我

们知道 ,大多数居民与居委会的利益关联度是很低的 , 2而社区认同的

形成更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那么 ,是不是在所有的社区 ,关键群众都能

够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把多数人带动起来呢 ?

1“关键群众”的概念是由社会学家 O liver(1985)等人提出来的 ,用以指涉这样一群人 ,“他们

在其他人不愿意加入的情况下也有兴致进行动员 ,并且付出必要的社会成本”。关键群众形

成了一个互相勾连的小集团 ( interlocking clique) ,而其他的参与者则依附于这个高密度的积

极分子网络。参见刘春荣 (2006)。

2尽管社区居民在房产增值和物业服务等方面具有共同利益 ,但徐珂 (2004)发现在选举过程

中 ,没有人积极主动地把选举与相关利益问题联系在一起 ,或者至少在和选举相关的各种公

开情境中 ,没有人愿意设计和实际利益相关的话题 (无论是个人利益还是公共利益 ) ,甚至刻

意回避这些话题。徐珂将这种现象称为“悬举”,即居委会选举基本上与社区既有的利益格

局无关。我们在 L、H两个社区所看到的情况与徐珂的描述大体是一致的 ,社区既有的矛盾

和冲突似乎被阻隔在选举的进程之外。但我们并不认为选举与社区的利益格局是无涉的 ,例

如积极分子的“圈子 ”对选票流向就有很大影响 ,又如 ,在下辖多个封闭式小区 ( gated

communities)的居委会 ,各小区之间的“派性”也会对选举结果产生一定影响。在我们观察到

的一个包含两个小区的居委会 ,其中一个小区的选民就在业委会主任的号召下只投本小区竞

选人的票。这种以封闭空间而非人际互动网络为基础的利益聚合机制 ,可参见 Tomba

(2005)。

第三种解释是“物质激励说”,这种观点把选民视为理性行动者

( rational2actor) ,认为他们完全是在个人的短期利益驱动下参加选举

的。陈伟东、姚亮 (2005)在对武汉市 C社区 2003年选举的研究中发

现 ,高投票率是通过选择性激励 (给予补贴或发放物品 )来实现的 ,这

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居民的参选 ,使一部分居民发生“态度转

·681·

社会·2008·3

yanjun8834
高亮

yanjun8834
高亮

yanjun8834
高亮

yanjun8834
高亮



变”,走出“投机博弈困境”,积极参与社区选举。“许多居民投票的动机

是为了得到那一份物品 ,他们关心的并不是谁当选 ,也并非真正关心社

区的选举 ,而是关心能否从中得到个人的好处。”但据我们的观察 ,在 L

小区和 H新村的换届选举中 ,并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物质激励 ,选民没有

纪念品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不拿报酬的志愿者 ,中午的“工作餐”也非

常简单。在我们课题组所观察的 20多个居委会当中 ,也仅有 1个居委会

给选民发放了小礼品。可见 ,物质激励并没有普遍的解释力。

1所谓“双过半”是指有选举权的居民过半数投票 ,选举有效 ;候选人获得参加投票的选民的

过半数的选票 ,始得当选。其依据是《居委会组织法》第九条。

2这里的“轻微”不是就性质而言 ,而是就其对选举结果的影响而言。具体的做法有 :选举工

作人员向放弃投票的选民索要选举证 ,兑换选票 ,再由竞选人或工作人员自行填写。我们估

计这样的假票不会超过 5%。我们猜想 ,总支书记和选委会之所以这么做 ,可能是出于“双过

半”的压力 :如果选举“不尽人意”,那么可以“亡羊补牢”;如果一切尽在掌握 ,那么可以“锦

上添花”。

最后一个可能性就是投票率本身存在问题。张静 ( 2006: 162)在

对华北西村的研究中发现 ,村委会上报统计表上的有效选票是 3014

张 ,达到了人口的 70% ,而他们的 200多份各户抽样问卷显示 ,回答

“参加过”选举的不足 1 / 3。以 1 / 3数字推论 ,应当是 1420张左右的

选票更能使人信任。很明显 ,该村的投票率存在很大的“统计水分”。

上海市 W区的一位居民区党总支书记也告诉我 :“说实话 ,‘双过半’1

就很了不起了 ,如果一个地方的投票率达到 80%、90% ,那么肯定有问

题。”那么 ,这种水分在我们的个案中是否存在呢 ? 据我们的观察与核

算 ,两个小区在投票过程中都存在“轻微”的舞弊行为 ,但远没有华北

西村那么严重 ,对选举结果也没有决定性的影响。2此外 ,统计口径也

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 ,计算投票率的时候 ,是以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的居民数抑或选民登记数为基数 ,结果自然不一样。以 L小区为

例 ,实际选民数为 1479,选民登记数为 1296,以前者为基数 ,投票率为

82. 1% ,以后者为基数则是 93. 7%。后一种做法要更为普遍 ,但由于

“双过半”的制度约束 ,登记率一般也比较高 (L小区为 87. 6% ,很多地

方甚至更高 ) ,因此两种统计方法之间并不存在“数字鸿沟”。

三、过程与机制 :高投票率的诞生

直到选举的当日 ,我们发现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 :不在于投票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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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的 ,而在于投票率太过简单抽象 (数字表面上具体而其实最抽象 ) ,

而选举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仅仅关注投票率 ,不免要错过选举过程

中许多至关重要的事实。“投票率”把所有的投票者作为一个整体来

看待 ,而忽视了投票者的异质性 ,即他们的参与程度是存在差别的。在

观察的基础上 ,我们把社区选举中的居民参与分为四个层次 : (1)高度

参与 :不仅亲自投票 ,而且充当选举工作人员 (或者扮演“反对者”的角

色 ,对选举程序或候选人提出质疑 ) ; (2)中度参与 :亲自投票 ; (3)低度

参与 :委托投票 ; (4)不参与 :不登记 ,不投票 ,或者登记但不投票 ,这也

是一种参与形式 , 1因为他们的态度最终会在投票结果中得到反映。

换言之 ,居民的参与是不均衡的 ,而投票率无法反映这种不均衡 (熊易

寒 , 2006)。实际上 ,亲自投票还可以细分为 a)亲自到投票站投票 , b)

在家里向流动票箱投票 ;委托投票可以细分为 c)委托家人投票 , d)委

托外人 (积极分子、邻居、熟人 )投票。在一定程度上 ,投票率是一个障

眼法 ,我们必须先解构投票率 ,然后才能接近投票的真相。

1在许多研究“国家主控型选举”( state2controlled elections)的学者看来 ,“不投票”( nonvoting)

要比投票行为更具政治行动 (political activity)的属性 ,因为威权体制下 ,为免于报复 ,政治冷

漠者往往选择投票 ,温和的持不同政见者会投票反对当局提名的候选人 ,而只有那些对现政

权强烈不满或决心挑战其合法性的人才敢于拒绝投票 ,参见史天健 ( Shi, 1999)。就我们研究

的社区选举而言 ,由于政治环境的宽松 ,不投票行为并不需要巨大的勇气 ,作为一种政治态

度 ,它更多地表达了“冷漠”而不是“反抗”(当然不排除有选民以此作为无声的抗议 )。前文

提到的“反对者”,他们的政治态度 (往往以信访的形式 )更加明确 ,而且会引起基层政府和居

委会的不安甚至反感 ,其行为和动机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我们必须考察 :谁在投票 ? 以什么方式投票 ? 他们在什么地方投

票 ? 他们各有多少人 ? 搞清楚这些问题 ,选举就走出了数字的抽象化

陷阱 ,而成为一个饱满的有质感的现实。

几乎所有的社区都有一个选举仪式 , L小区和 H新村也不例外。

L的会场 (主投票站 )设在老年活动室 ,可容纳 80～100人 , 4个五星级

楼组的选民在会场投票 ,共设 15个票箱 ,会场内、外和小区门口各设 1

个票箱 ,另有 12个流动票箱 ,每隔 3个或 4个楼道安置 1个。H的会

场设在 S大学的礼堂 ,可容纳 280～300人 ,楼组长、党员骨干在那里集

中投票 ,其余的选民在居委会办公地点投票。

在投票现场 ,我们注意到 ,许多选民拿着多张选举证来“兑换”选

票 ,少则三四张 ,多则二十余张。通过现场采访 ,我们发现 :那些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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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选票的人 ,他们往往都是“家庭代表”,也就是说 ,一个家庭通常只

有一名成员亲自前来投票。我们问 :“家里其他人怎么没过来 ?”他们

的答复基本分为两种 :一是“没空”,做家务或外出了 ;二是“一家人 ,一

个人来就可以了 ,省得麻烦”。尤以后者居多。那么 ,这些选民如何决

定选票的投向呢 ? 绝大多数选民是在公开或半公开的状态下 (往往是

在工作人员的注视和指导下 )填写选票的 ,工作人员 (主要由党员骨干

充任 )对竞选人 /候选人的介绍发挥了很大的作用。L小区的 W书记

告诉我们 :

引导的方式方法 ,要巧妙 ,既要达到目的 ,又要 ⋯⋯ ( 6

月 ) 17日晚上 (引者注 :选举前夜 ) ,我给党员骨干挨个打电

话 ,讲选举证、选民介绍的事 ,明天的选举靠你们了 ,你们自己

了解吗 ? 我一个一个解释 ,最终的决定权在他们 ,但你有义务

向群众介绍竞选人的情况。如果他们不清楚 ,我就再解释一

遍。那天我一直很晚才回家。 ( 6月 22日 L小区 W书记访

谈记录 )

在有的社区 ,工作人员甚至直接“示范”,“帮”选民填好第一张选

票 ,然后让对方照葫芦画瓢 ,但有时候多个选民同时来领票 ,工作人员

一时兼顾不过来 ,便出现了“独立选民”,他们往往倾向于按选票上的排

名先后打圈 ,可能是因为预见到这种情况 ,有的社区没有按竞选人姓氏

笔画进行排名 ,而是把自己中意的人选排在前面 ,把“陪选者”列在后面。

总体来看 ,另选他人的情况在各个小区都比较少见。在 H新村 ,我们访

问了一位刚刚投完票的老先生 ,他是 S大学的退休教师 ,他投了两票 ,另

一票是老伴的 ,我问他选人的标准是什么 ?他回答说 :“我选的就是原来

的居委会成员 ,另选他人没有用 ,选不上 ,到时候 ,你投一票 ,也张榜公示

了 ,人家会脸红 ,怎么就一票。所以干脆不要另外选。”

如果说一家人到投票站比较麻烦 ,那么 ,流动票箱上门的情形又如

何呢 ? 我们跟随一个楼组长挨家挨户给选民发选票 ,路上遇到一些居

民外出买菜或办事 ,楼组长便笑着打招呼 :“出去啊 ,先把票投了吧 !”

对方十有八九回答 :“我家里还有人。”我们发现 ,流动票箱仅仅有助于

提高家庭的投票率 ,而没有改变以家庭为基本投票单位的状况。一方

面它最大限度地降低选民的投票成本 ,足不出户、举手之劳 ;同时又增

加了选民与选举工作人员 (通常彼此是熟人或“半熟人”)面对面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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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 ( face 2to 2face interaction) ,不投票就会驳后者的面子 ,从而提高了不

投票的成本 ,所以在家的人基本都会选择投票 ,只有极个别人以不熟悉

候选人为由投弃权票 ,而这在工作人员看来就等于不投票 ,很不悦地对

我们说 :“你看这素质”;另一方面 ,几乎所有家庭的选票都是由一人填

写的 ,在填写过程中 ,也不见他们征求其他家庭成员的意见 ;相反 ,他们

更倾向于问楼组长或选举工作人员 :“侬觉得谁比较好 ?”然后 ,楼组长

就会按照总支书记的宣传口径对竞选人进行介绍 ,他们则依样画葫芦 ,

投票就这样完成了。

1我们以两种方式确定受访者 :一是在小区门口随机采访路人 40人 ,他们多数是普通居民
(非积极分子 ) ;二是在居委会“守株待兔”, 10名受访者中有 7人系积极分子。这种采访策
略的优点是成本低、易操作 ,缺点在于可能出现重复样本 (即多名受访者来自同一家庭 )。为
了方便统计 ,我们这里所说的积极分子主要是通过其在社区内的职务 /身份 ,而不是实际表现
来界定的。积极分子主要包括 :选委会成员、党总支委员、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居民常任代
表、党小组长、楼组长、业委会成员和志愿团体负责人。

这使我们意识到 ,尽管实行的是“海选”,但最基本的投票单位却

是家庭而非个人。为了验证这一推测 ,事后我们在 L小区访问了 50位

居民 (我们假定他们代表 50户家庭 ) ,其中 23名受访者 (其中 5人是

积极分子 , 4人家中至少有一名积极分子 )表示 ,他们家里的选票是由

一人“全权负责”,而这个人通常是家庭中较年长的女性 ;有 3人是夫

妻双双去投票的 (夫妻都是党员、积极分子 ) ;有 15人是委托楼组长、

党小组长或邻居代为投票的 (如果其邻居是积极分子 ,按积极分子计 ,

这样 ,委托积极分子投票的有 12人 ) ; 3人 (及其家庭 )没有参与投票 ; 6

人表示不清楚。1在这 50户家庭中 ,有近半数 ( 46% )是以家庭为单位

投票的 ,积极分子也不例外 ,除非夫妻双双都是积极分子 ;同时 ,有 12

户家庭是委托积极分子投票的。这样一来 ,有 24户家庭 ( 48% )的选

票掌握在积极分子手中。

正如访问结果所显示的 ,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会有人来亲自投票

的 ,还有一部分家庭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或不愿意投票 ,他们往往会委托

其他人代为投票 ,社区中的积极分子 (譬如楼组长、党小组长、党员骨

干 )就是他们的首选委托对象 ,因为他们是通过积极分子才知道选举

这回事情 ,选举的前期组织工作也主要依靠积极分子完成的 ,而他们平

时跟积极分子也比较熟悉。选举前夕 ,由于担心有人弃权 ,积极分子还

会进行动员 ,这个时候 ,如果有人确定自己不愿或无暇投票 ,就会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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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舟 ,委托积极分子投票。对于选民而言 ,他们既节约了选举成本 ,又

给了积极分子面子 ,避免因弃权而带来的不投票成本———在许多居委

会“干部”和居民看来 ,弃权行为是不支持居委会工作的表现 (缺乏公

德 ) ,是对积极分子们辛勤劳动的“辜负”(缺乏私德 ) ,“损人不利己”,

因而是不近人情甚至不道德的。须知 ,在中国这样一个情理社会 (翟

学伟 , 2005)中 ,“一个人如果不能做到礼尚往来 ,或者不能将心比心 ,

就要被人看作不道德 ,违反了人情。”(阎云翔 , 2006: 46)相比之下 ,委

托投票只是一句话的事情 ,何乐而不为 ? 对于楼组长而言 ,投票率不仅

是评选星级楼组的一个指标 ,也是衡量自己工作能力和群众基础的一

个尺度 ,因此他们很乐意接受委托 ,甚至主动提出“帮”他人投票。

1这也就解释了另一个让人不解的现象 :为什么 L小区和 H新村在“海选”这样一种形式下 ,

选票依然高度集中。由于积极分子清楚组织意图并且有意配合 ,所以当他们填写的选票占了

较大比重时 ,选票自然趋向集中。当然 ,还有其他促成选票集中的因素 ,譬如对竞选人的介

绍 ,容易使选民误把竞选人当作候选人 ,从而很少另选他人 ,这也有助于选票的集中。

在 H新村 ,一位积极分子颇为得意地告诉我们 ,她一共投了 26张

票。在她看来 ,这表明了群众对她的信任 ,她大概不知道 ,根据选举规

则 ,一个选民最多只能接受 3个人的委托。另外一位楼组长对选举规

则似乎更加了解 ,她告诉我 ,她所在楼组有 3户人家委托她投票 ,都出

具了委托书。我问 :“那他们有没有告诉你 ,他们打算选谁 ?”她回答

说 :“他们都说 ,侬选啥人 ,我就选啥人。”积极分子一般会亲身参与投

票 ,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或不愿到场的居民就委托他们代为投票 ,但往往

都没有表明自己的投票意向 ,而是慷慨地赠予了这一权利。也就是说 ,

一个积极分子实际上拥有多张选票 ,我们姑且称之为“复票权”。这与

英国历史上的“复票权”不同 ,积极分子的“复票权”不是国家赋予少数

精英的法定权利 ,恰恰相反 ,这在很大程度上有悖于国家的规定 ,它是

选民自愿赋予的 ,是一种多方合谋的变通行为 :一部分选民借以逃避

“义务”,积极分子以此来支持自己居委会的工作、为圈内人助选———

我们常常看到积极分子与相熟的竞选人 /候选人热情地打招呼 :“我刚

刚投了侬的票。”或者更直白地说 :“侬当选肯定没问题的 ,我们都支持

侬。”党总支 (及其支配下的选委会 ) /居委会 (上届居委会在选举程序

启动后便告解散 ,但仍照常工作 ,名亡而实存 )则乐于借此实现高投票

率和选票的集中 , 1而政府“双过半”的规定正好为这种行为提供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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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性的激励。

正是这两种投票机制的存在 ,使得社区“海选”获得了很高的投票

率。由于存在“一人多票”现象 ,所以实际的参选人数远远没有投票率

那么高。这个投票率既是真实的 ,又是虚幻的。说它真实 ,是因为它确

实是由投票产生的 ,而且没有人质疑它的合法性 ;说它虚幻 ,是因为它

掩盖了相当一部分选民不投票的事实。

在 L和 H两个社区 ,受客观条件所限 (L小区的流动票箱太多而

我们人手太少 , H小区的居委会投票站过于拥挤难以观察 ) ,我们没能

统计出委托投票的精确数值 ,只能大致推断每个选民投 3～4票 (含本

人的选票 )。这个遗憾在另外两个社区得到弥补 ,一个是 P区的 X新

村 ,另一个是 B区的 Y小区。X新村是新建不久的高档商品房社区 ,

实行的也是“海选”,共设 2个投票站 ,我们对整个投票过程进行了“实

时监控”,发现共有 314人前来投票 (我们假定不存在重复投票的情

况 ) ,最后回收选票 2401张 ,平均每人投出 7. 64张选票。Y小区是一

个单位社区 ,其居民以某著名国有大型企业的职工为主 (其中许多人

是当年筹建企业时从外地调入的 ) ,此次实行“直选”,这个小区也是我

们的个案中唯一提供物质激励的 ,每个选民在投票后可获得一块香皂

和一条毛巾 (价值约 3元钱 ) ,我们统计了其中一个投票站的投票情

况 ,大约 110人投出了 170张选票 ,平均每个选民投 1. 55票。保守估

计 ,整个小区的人均投票数不会超过 2。

在 L、H、X、Y四个社区 ,虽然都存在“一人多票”的现象和前面所

说的两种投票机制 ,但委托投票的程度是存在较大差距的。我们猜想 ,

这可能跟社区类型和选举的组织策略有关 : L、H是老式公房居民区 ,

历史较长 ,组织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相对发达 (L更多依靠党组织 , H

更多依靠楼组长 ) ,可归为“半熟人社区”,它们同时还是老龄化社区 ,

而老年人既有社区认同感 ,又有闲暇 , L小区还设了大量流动票箱 ;而

X新村是商品房社区 ,邻里交往很少 ,正式的组织网络和非正式的关系

网络都尚未发育 ,陌生化程度很高 ,“社区”色彩最淡 ,居民又以年轻的

白领为主 ,按照居民区支部书记的说法 :“他们经济水平高 ,文化层次

高 ,对居委会基本没有什么需求 ;再说 ,他的收入高 ,你的收入低 ,根本

就看不起你。”Y小区是我们观察的个案中委托投票率最低的 ,其原因

可能在于 :单位社区使得居民间的业缘关系发达 ,小礼品提供了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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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 ,投票站设在小区门口方便了居民投票 ,第一代移民与土生土长的

上海人之间的派性政治可能也发挥了作用 (双方都想把“自己人”选上

去 )。至于这些推测能否成立 ,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四、利益结构 :悖论背后的社会事实

在了解社区选举的过程和机制之后 ,我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政治冷

漠在社区当中如此普遍 ? 为什么如此多的选民选择委托投票 ?

选民不投票可能出于五花八门的原因 ,有可能是身体不适 ,有可能

是工作太忙 ,有可能是想趁周末睡个懒觉 ,也有可能是出于对政权或某

个候选人的不满 ,或者因为天气不好 ,甚至可能因为夫妻吵架心情不

好 ,诸如此类 ,不一而足 ,但这样一些偶然的、个别的原因并不是本文所

要探讨的。有时候一个人要同时做许多事情 ,但个人的时间和精力又

是有限的 ,这就需要取舍 ,这种取舍反映了个人的偏好 ( p reference)。

因此 ,尽管每个人不投票的原因表面上千奇百怪、各不相同 ,但究其本

质并无不同 ,那就是选举在个人的偏好当中排名靠后 ,以至于任何一件

事情都足以构成不投票的理由。

1迪尔凯姆 ( [ 1930 ]1996: 4 5)在《自杀论》一书中指出了社会事实的重要性 :“各种社会现

象应被当作事物 ,即外在于个人的现实来研究。”“支配个人的是超越个人的道德的现实 ,即

集体的现实。”

可是 ,个人的偏好并不完全是自发生成的 ,它既有理性算计的成

分 ,又包括情感和惯习等非理性因素 ;既具有鲜明的个人特点 (每个人

的偏好都不可能完全一致 ) ,又在很大程度上为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

所塑造。换言之 ,偏好是在个人与制度的互动当中形成的。在本文看

来 ,社区居民的投票行为既是一种个人策略 ,又反映了特定的社会事

实 , 1也就是说 ,投票行为一方面是选民权衡得失、进行理性选择的结

果 ,另一方面又是特定选举制度和政治过程的结构性后果。

为什么城市社区居民对选举普遍持冷漠的态度 ? 通常的解释是利

益缺位 ,农村基层选举乃是一种更换资源控制者的机制 (刘建军 ,

2004) ,而城市居委会或者说社区并没有掌握多少资源 ,城市居民的生

活重心仍然在单位 ,“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过渡远未完成 ,人们对社

区没有多少依赖 ,因而也就缺乏兴趣 (李凡 , 2006)。人们试图以此来

解释为什么村委会选举有声有色 ,而居委会选举却波澜不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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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只要有利益就会有行动吗 ? 问题可能并没有这么简单 ,一个

典型的反例就是业主委员会。人们曾经想当然地认为 ,业委会比居委

会更有可能催生出社区民主 ,毕竟业主与业委会具有高度的利益相关

性 ;然而研究却发现 ,在一般情况下 ,居民普遍对业委会的事务同样缺

乏热情 (殷彦波 , 2006)。这是“集体行动的逻辑”使然 ,利益相关性并

不能直接导致行动 ,人们对共同利益的关切往往需要焦点事件

( focusing events)来激活 (金登 , [ 2003 ] 2004) ,譬如动拆迁、环境污染。

也就是说 ,只有在切身利益面临或遭到侵害时 ,人们 (少数积极分子除

外 )才可能积极行动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业主维权活动要比业委会选

举更受瞩目。1可见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利益是分配性利益 (谁得到

什么 ,何时和如何得到 ) , 2还是维持性利益 (如何确保既得利益不受损

害 ) ? 在农村 ,村委会掌握的是分配性利益 ,需要选出的是“当家人”;

在城市 ,单位是分配性利益的主要供给方 ,居委会几乎没有可供再分配

的资源 ,但有维护居民现有利益的责任 ,只需要选出“守夜人”。“当家

人”对人们的未来收益必定有很大影响 ,人们不能不关心谁当选的问

题 ;而既得利益受损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 ,“守夜人”在其任期很可

能风平浪静 ,所以大多数居民对于谁当选也就不甚在意 ,除非居民的集

体利益受到严重威胁 ,而“守夜人”又无心或无力保护时 ,居民才会临时

组织起来 ,进行维权活动。一旦事件平息 ,无论成败 ,人们又会重新回到

原先的生活轨道上 ,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关切度也会慢慢回落。质言之 ,

客观上存在的利益必须经由人们的主观认识 ,才可能催化出参与意愿和

实际行动 ,在这一点上 ,分配性利益和维持性利益是一致的 :前者以利益

分配来不断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后者则通过焦点事件证明自己的存在。

1据媒体报道 , 2005年深圳某小区出现“官办”和“民办”两个业主委员会同时筹备的闹剧 ,而

之所以会出现这场“选战”,正是因为业主与物业之间的严重冲突。可见 ,业主自主筹备业委

会选举乃是出于维权的考虑 ,而不是出于民主或自治的需要 (参见赵灵敏. 2006.业委会“流

产”记.南风窗 (11) )。

2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 (1992)将“谁得到什么 ,何时和如何得到”表述为政治 /政治学的基

本问题。

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主要是维持性而非分配性的 ,这就是社区政

治冷漠背后的社会事实。从这个角度看 ,当前社区选举中的参与不足

问题 ,有一定的必然性 ,甚至可以说 ,多数人对社区选举漠不关心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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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常态 ,是人之常情。而当前的选举制度安排又进一步强化了人们

的冷漠 ,因为人们发现选举的形式要大于实质 (用居民的话来说就是

“走过场”) ,自己的选票不会对选举结果产生多大的影响 ,而选举结果

也不会对自己的生活造成多大的影响。

但是 ,我们也不能因为政治冷漠而忽视选民行为的多样性 ,毕竟还

是有那么多的选民亲自去投票了 ,特别是还有一批忙前忙后、不辞辛劳

的积极分子。在既定的利益结构和制度安排下 ,人们依然有选择的权

利。那么 ,是什么导致了个人选择的差异性 ? 决定人们投票与否的决

策机制是什么 ?

我们发现 :前文所指出的非均衡参与格局与社区内的两类差序格

局 (费孝通 , [ 1947 ]1998)存在对应关系 :一是以党总支为中心的“社区

差序格局”;二是以积极分子为中心的“邻里差序格局”。越靠近中心 ,

人情和面子的作用越大 ,参与程度也越高 ;越远离中心 ,越是倾向于理

性算计 ,参与程度越低。如果说社区的差序格局是一个同心圆 ,那么社

区的参与格局就是一个圆锥体 ,从中心到外围 ,参与程度逐级降低。差

序格局的存在一方面使大规模的选举动员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又使得

社区参与呈现非均衡的特征 (熊易寒 , 2006)。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参与以群众 (mass)为主体 ,民主体制下

的政治参与以公民 ( citizen)为主体 ,那么当前中国城市社区的政治参

与则具有强烈的“私人”(person)性质 (见表 1)。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

进 ,个人得以从高度一体化的群众中解放出来 ,可供“私人”支配的闲

暇大大增加 ,城市居民的生活迅速非政治化和个人化 (王绍光 , 2002) ,

由此而形成的是一个“私性社会”( p rivate society) (林毓生 , 1998) :是

否参与社区选举 ,首要的考量不是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而是私人利益与

私人关系 ,社区选举成为私人关系再生产的一个环节。这本身倒也无

可厚非 ,问题在于 ,与“私人”相对应的“公共性”始终无法确立。打个

不恰当的比方 ,居民的日常生活是一池清水 ,社区选举则是一滴浓墨 ,

前者是“私”,后者为“公”,有着质的不同 ;但浓墨入水 ,旋即消失于无

形。如果公共生活仅以选举为依托 ,终不免被更加丰富多彩的私人生

活所消化。也许 ,我们不一定要把民主政治当作一种神圣的价值来追

求 ,民主政治的活力正在于世俗的一面。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 ,民主

绝不仅限于选举 ,而是一种弥散在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氛围 ,如果没有

·591·

社区选举 :在政治冷漠与高投票率之间

yanjun8834
高亮

yanjun8834
高亮

yanjun8834
高亮

yanjun8834
高亮

yanjun8834
高亮



社团活动 ,没有酒吧、沙龙和咖啡馆 ,没有结伙打保龄球 ,没有由此而形

成的公共空间 ,民主也就变成了空中楼阁———看上去很美 ,但与我无

关。当前城市社区政治参与的根本症结就在于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

缺失 ,因而导致社区选举与居民日常生活的疏离。

1本文对三种参与模式的划分参考了杨敏 (2005)的观点。

　表 1:政治参与的三种理想类型 1

参与类型 行动者的特征 国家与社会关系 投票的决策机制

群众参与 同质性、 (社会层

面 )原子化的个人与

(国家层面 )组织化

的个人并存

政治领域覆盖社会领域 ,未

出现国家与社会的分化 ;人

与人的传统联系被割断 ,个

人依附于国家 ,国家对个人

进行“内省式”监控

响应国家动员 ,

贯彻组织意图 ,

表现政治觉悟

“私 人 ”

参与

异质性、 (国家层

面 )组织化的个人逐

渐消解 ,社会层面仍

以原子化的个人

为主

私人领域迅速扩张 ,国家仍

保持对社会的控制 ,但整合

能力不足 ;政治生活不再具

有吸引力 ,取而代之的是对

物质的追求 ;传统人际关系

得到一定程度的复苏 ,但公

共关系和公共空间严重

缺失

个人利益与差

序格局 (人情、

面子、关系 )

公民参与 异质性、自组织的个

人 (社会化的个人 )

公民社会 ( civil society)与

政治国家相互制衡、合作 ,

出现以分化为基础的整合 ;

社团活跃 ,社会关系网络

发达

在公共讨论的

基础上 ,表达个

人的政治偏好

　　再从参与的群体来看 ,积极投身社区集体活动的居民以老人居多。

笔者曾经统计过 L小区 100名积极分子的基本情况 (见表 2) ,平均年

龄为 63. 3岁 ,最高年龄 77岁 ,最低年龄 34岁。由于本次调查未询问

受访者的在职情况 ,故此项信息缺损。但从年龄分布及居委会提供的

信息看 ,可以得知在职人数的比例并不高。在 100名受访者中 ,除 1人

年龄不详外 , 76人已确实进入 (离 )退休年龄 ;其余在法定劳动年龄段

的 23人中 ,有 2人分别为“协保”和“低保”人员 , 21人的在职情况不

明。因为退休老人有足够的闲暇来参与社区事务 ,所以老人投身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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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活动比例较高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他们当中许多人过去在单位

就是领导、政工干部、共产党员、劳模或先进工作者。如在 100名受访

者中 ,有 66名是中共党员 ,他们的平均党龄为 34. 5岁 ,其中最高党龄

为 54年 ,最低党龄为 10年 (见表 2)。他们中的大多数早已习惯于体

制内的组织化生活 ,而退休切断了他们与体制的联系 ,不少人在退休后

备感失落。有一位十几年前从企业科长岗位上退休的积极分子告诉笔

者 ,“退下来有失落感 ,怎么都不舒服 ,不高兴 ,流眼泪 ,觉得没有事情

干了。”Eckstein (转引自佩特曼 , 2006: 11)认为 ,“人们在其他的生活领

域中获得的关于权威的经历 ,尤其是那些塑造人们的人格的领域和那

些人们通常奉献了他们大部分生命的领域”会对人们的政治行为产生

重要影响。对于他们而言 ,社区很大程度上是单位的替代品 ,可以让他

们重新获得对体制、对组织的归属感。从积极分子在党员先进性活动

中作出的承诺便可见一斑 :“在社区同样有发挥余热的机会”,“退而不

休 ,努力进取 ,甘于奉献”。“同样”是与单位一个样 ,“退而不休”是要

保持在单位中的状态。他们往往不是很在意物质利益 ,而格外看重政

治关心 ,这种来自组织、来自领导的关心 ,对于他们而言就是回报。不

少积极分子清楚地记得江泽民视察小区的日期 ,他们还非常在乎领导的

走访慰问。一位积极分子在保护社区公共财物时被人打伤 ,街道党工委

书记来他家看望时扑了个空 ,回家后他感到非常内疚 ,第二天一大早就

赶到书记的办公室门外等候 ,书记问他怎么来了 ,他回答说 :“你这么一

个管着 6万多人的领导来看我 ,我没有理由还等在家里。”出于对组织的

感激 ,L小区选举当日 ,尽管老伴患重症住院 ,这位古稀老人依然抽空参

加了投票。积极分子在参与社区各项活动的过程中 ,不仅担任楼组长、

党小组长等非正式职务 ,而且与居委会“干部”形成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

从而使他们的行为深深嵌入社区的组织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中。

相比之下 ,年轻人要么在忙事业 ,要么在谋生计 ,决定其生存与发

展的因素往往在社区之外 (譬如单位、市场 ) ,社区只是作为一个居住

空间 ;年轻人也没有闲暇参与社区的公共活动 ,从而不大可能进入社区

的组织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 ,在配合居委会的工作方面也就没有太多

的义务可言 ,用居委会“干部”的话说 :“只要不唱反调就可以了”。

　　基于这样一种状况 ,希望社区出现很高的参与率 ,期待所有人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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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积极分子主要包括支部委员、选委会成员、选举工作人员、楼组长、党小组长、业委会成员、

居民常任代表、群众团体负责人等。

　　　　　　表 2: L社区积极分子的基本结构 (2006年 8月统计 ) 1

N = 100　单位 :人

性别 男 53

女 47

年龄 30岁以下 0

31 49岁 7

50 60岁 (男 ) 6

61 69岁 (男 ) 23

50 55岁 (女 ) 10

56 69岁 (女 ) 30

70岁以上 23

不详 (不计入平均值 ) 1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66

共青团员 0

民主党派 0

群众 34

党龄 5年以下 0

6 15年 6

16 30年 15

31 40年 12

41 57年 24

不详 (不计入平均值 ) 9

学历 文盲 1

小学 9

初中 42

高中 (中专、中技 ) 25

大专及以上 21

不详 2

选举充满热情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 ,即使是成熟的民主国家 ,总统大

选的投票率通常也就是 50%左右。当前社区选举的关键问题是如何

规范选举过程 ,在适度动员的基础上 ,使真正对选举感兴趣的选民感受

到选举的真实性、民主性 ,提升他们的政治效能感 ,而不是一味地追求

高投票率。由不规范操作所造就的高投票率对选举本身反而是一种伤

害 ,因为它会降低选民对于选举乃至整个体制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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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讨论

本文在参与式观察和访谈的基础上 , 1认为我们以往对社区选举

的研究可能被“投票率”蒙蔽了 ,从而过分夸大了动员的作用———把高

投票率归结为动员机制的后果。“面子动员”、“关键群众”和“物质激

励”只是解释了为什么有人去投票 (这三种动员机制在我们的个案中

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 ,而没有回答投票率为什么会这么高。

1需要交待的是 ,本文为什么选择两个个案 (从逻辑上讲 ,对单个个案的深入研究就可以回答

本文提出的问题 ) ,之所以这样处理 ,是因为本文所揭示的两个投票机制是在调研过程中逐

步被发现的 ,在 L小区 ,我们最初只注意到积极分子的“复票权”,以家庭为单位的投票现象

并没有激发我们的“政治学想象”;到 H新村选举时 ,以家庭为单位的投票机制才逐渐清晰起

来。我们初步假定这两种投票机制是导致高投票率的主要原因 ,此后的调研也支持了这一假

设。笔者要表达的是 ,这些个案之间实际上是存在有机联系的 ,不仅在于它们有着相似的机

制 ,更重要的是 ,它们“嵌套”在我们的认知过程当中。将多个个案并置处理 ,是为了忠于这

一知识生产过程。但为了便于阅读 ,前文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一认知过程来展开叙述。

因此 ,我们所揭示的两种投票机制与“面子动员”、“关键群众”和

“物质激励”事实上是兼容的。我们不否认面子资源和人情交换的重

要性 ,但我们强调人情和面子主要存在于 : (1)居委会“干部”与积极分

子之间 ,二者接触较多 ,不单是选举 ,居委会的日常事务也主要仰赖积

极分子的配合 ,既是一定程度上的共事关系 ,也有一定的私人情谊 ,核

心的积极分子还可以根据贡献大小从党总支 /居委会那里获得一定的

政治回报 /社会报酬 ,其具体内容包括奖励、荣誉称号、口头表扬、领导

慰问、组织关怀、公费旅游、媒体采访等 (熊易寒 , 2006;李辉 , 2006) ;

(2)积极分子与普通居民之间 ,以楼组长、党小组长为代表的积极分

子 ,他们不仅与居民是熟人 /半熟人 ,而且无偿地为社区做了许多事情 ,

与居民打交道时有一定的道义优势———不少居民把居委会视为“吃国

家饭”的 ,对不领薪酬的积极分子更为友好。正因为如此 ,居民可能在

积极分子的影响下参与投票 ,也可能委托积极分子代为投票 ,但物质激

励对选民的委托投票行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上述人情面子的交换

过程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关键群众 (积极分子 )在选举动员中的重

要作用。我们要补充的是 ,上述任何一种动员机制都不可能带来像投

票率那么高的参与。

被认为是高级民主形式的“海选”,与户代表选举 (间接选举 )的差

·991·

社区选举 :在政治冷漠与高投票率之间

yanjun8834
高亮

yanjun8834
高亮

yanjun8834
高亮

yanjun8834
高亮



距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二者的差别仅在于 ,户代表选举中不论家

庭规模大小 ,都是一票 ;而在海选中 ,一个家庭的成年人口越多 ,选票也

就越多。从这个意义上讲 ,“海选”接近于为人口加权的户代表选举。

这意味着在“海选”的制度安排下 ,选民的范围可能并没有实质性的扩

大 ,只不过同样的人数投出了更多的选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

单纯的制度演进也许还不足以保证民主的降临。值得注意的是 ,家庭

成为最基本的投票单位 ,根本原因不在于家庭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性 ,一

个简单的反例就是 ,在“超女”选拔过程中 ,一家人往往持不同的意见。

除了利益相关性和竞争性弱以外 ,更重要的原因是 ,社区选举对于人们

的生活世界来说是一个 (不相干的 )“外部事件”,是突如其来闯入我们

生活的———“海选”,并不是基于居民自下而上的要求 ,而是政府 (通常

是街道 )自上而下推动的 ;而“超女海选”对于人们而言是一个“内部事

件”,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浑然一体 ,人们每天在用自己的价值观、审

美标准、生活方式评判身边的人和事 ,突然有一天 ,他们发现自己这套

私人性的标准可以对他人产生影响 ,可以进入公共空间 ,这无疑是一件

让人兴奋的事情 ,但在本质上 ,它仍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延续。所

以 ,前者更像是一种社会义务 ,而后者更像是一种个人权利。既然是应

付社区选举 ,个人对于选举结果又没有特殊诉求 ,自然没有必要全家上

阵 ;在“超女”的评价上 ,却是见仁见智 ,家庭成员未必能够达成一致 ,

只能各自投票。

积极分子的“复票权”实际上是从地上拾起的“权利”。一些人把

选票扔了 ,另一些人又把它捡起来。在 H新村选举过程中 ,正当笔者

和选举工作人员老杨攀谈之际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让他去某户居民家

一趟 ,笔者便提出跟他一道去。到了才知道 ,原来是拿选举证。对方只

拉开窄窄的一道门缝 ,什么话也没说 ,直接把 3张选举证给了老杨。笔

者问老杨 :为什么不问一问人家的选举意向 ? 他说 :

我们中国人根本就没有什么权利观念 ,人家外国也有贿

选 ,但至少还要拿点东西去换 ,我们中国人什么都不要他就把

票给你了 ,他不在乎。就像动物园的狮子 ,在笼子里只能左边

走两步 ,右边走两步 ,你把它放出来 ,它还是这么走。 ( 2006

年 6月 25日 H新村访谈记录 )

笔者又问 :“你们拿到这选票怎么处理 ?”老杨说 :“还不是他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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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自己的圈里人。”笔者接着问 :“那你为什么来当志愿者 ?”老杨有点

不好意思地笑笑 :“我不是这里的居民 ,我是隔壁小区的 ,居委会的人

找我来帮忙的。”后来笔者才知道 ,老杨是纺织厂的下岗工人 ,因为领

取“低保”的缘故 ,每个月必须参加社区的义务劳动。对他来说 ,选举

工作不过是一次“义务劳动”。

对于大多数居民而言 ,选举不是不可或缺的公民权利 ,而是一种社

会义务。既然是义务 ,就不免有人想要逃避 ,但逃避也是有成本的 ,可

能会驳熟人的面子 ,可能会招来闲话。对于积极分子而言 ,选举在很大

程度上也是义务 ,但他们深嵌于社区的组织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于是 ,让渡权利 (委托投票 )就成了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均衡点”。一部

分选民借以逃避“义务”,积极分子以此来支持自己居委会的工作、为

圈内人助选 ,党总支 /居委会乐于借此实现高投票率和选票的集中 ,而

政府“双过半”的规定正好为这种行为提供了制度性的激励。

1以 X新村为例 ,实际的委托投票数超过 2000张 ,却只有 70张委托书 ,一些社区甚至只收到

10来张委托书。

在我们观察的多个个案中 , X、Y两个社区的“亲自投票率”基本代

表了两个极端 : X代表低的极端 ,亲自投票的选民只占 13. 1% ; Y代表

高的极端 ,亲自投票的选民也刚刚超过 50% ;大部分的社区介于二者

之间。这意味着 ,在严格意义上 ,绝大多数社区都达不到“双过半”的

要求。美国学者欧博文 ( Kevin J. O’B rien)在观察我国村委会选举时 ,

也注意到了因委托投票而导致公开滥用投票权的情况 ,他建议 :“不必

要求对于获胜者在所有的选票中需获得 50%票数的要求 ,这种制度要

求候选人获得大多数选票才能获胜。”(欧博文 , 2006)我们赞同这一观

点 ,因为过分强调投票率 ,其实是变相鼓励人们委托投票。平心而论 ,

委托投票本身不是问题 ,现在的问题在于 :一是委托率过高 ,委托投票

的人数甚至超过了亲自投票的人数 ;二是委托的程序得不到遵守 ,大部

分委托没有委托书为据 ; 1三是委托者往往没有表明选举意向。这导

致选举变成了少数人的游戏。这样既不能充分反映民意 ,又会削弱选

举本身的严肃性。因此 ,可以考虑取消“双过半”的规定 ,变绝对多数

制为相对多数制 ;同时尽可能减少流动票箱 ,不能以降低选举质量为代

价来换取高投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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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 ,选举规则的改变只能使选举程序更规范 ,并不能提高居民对

选举的参与热情。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术界都必须正视基层民主“内

需”不足的现实 ,当前城市基层“民主”的进程主要是靠政府自上而下

推动 ,如果说存在自下而上的呼应 ,那么这种力量不是来自社区 ,而是

来自基层政府。当问及为什么要试行“海选”, Z区民政局负责人半开

玩笑地说 :“我们区经济发展不行 ,只好在基层民主建设上下功夫了。”

L小区所属街道的民政干部则回答说 :“我们街道 (的居委会 )今年已

经百分之百‘直选’了 ,如果不探索‘海选’,那我们下一届的工作该怎

么开展啊 !”L小区的 W书记这样“诉苦”:“我们也不想‘海选’,工作

压力太大了 ,要多做好多事情。成功了 ,人家说你们是先进 ,应该的 ;失

败了 ,人家就说我们工作没做好。但上面要求做 ,我们还是尽力而

为。”这里政绩驱动的色彩非常明显 ,而在社区还没有形成对民主选举

的广泛诉求 ,只是对选举的程序、形式和暗箱操作存在一些零星的不

满 ,政治冷漠仍是居民的主流态度。这就使得基层民主的进展主要体

现在“量”的方面 ,比如“直选”比例的扩大。被认为是“草根民主”的

居委会选举并没有在社区真正扎根 ,至少根基尚浅。但我们也不能因

此否定社区选举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 ,在选举过程中 ,一些选民 (尽

管为数不多 )对选举的形式和程序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也出现了一

些内定人选“选丢了”的实例 ,而基层官员对于选举结果的态度也趋向

开明 ,不止一位负责人告诉我们 :“只要程序合法 ,即便选出来的主任

不是我们心目中的人选 ,我们也不会干预。”这表明 ,选举或多或少具

有一定的教育功能 ,它激发了一部分选民的权利意识和民主观念 ,也促
使一部分官员看到了政治权力的边界所在。更有学者发现 ,尽管社区
选举是国家介入的产物 ,但它提供了一个契机 ,让素不相识的人借开会
和投票的机会开始交往 ,从而提升了居民的社会资本 (刘春荣 ,

2007a)。不过 ,社区选举能否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生长点 (林尚立 ,

1999) ,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如何使社区选举真正运转起来 ,而不是
在政府和基层党组织的指挥下“空转”,将是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和居民
自治无法绕开的一道坎。
就目前而言 ,似乎有这么几条途径可以提高居民的参与热情 :一是
以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型为契机 ,增加社区内的分配性利益 ,使社区选举
走向利益政治 ;二是从制度层面规范选举程序 ,使候选人提名、竞选等
环节更加公开、公正 ,减少行政干预 ,提高选举的竞争性 ;三是在民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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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实现公民教育 ,培育公共空间 ,使民主真正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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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 ics is inadequate to expound China’s
rural reform from the late 1970 s to the early 1980 s. Mobilization was
clearly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reform; that was a reform by mobilizing.
The reform was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organized mobilization manifested as
mass movements, and from the quasi 2organized mobilization seen in the
context of market transition as well. The reform by mobilizing combined
material incentives with sp irit encouragement, which demonstrated two
distinctive p roperties: the mutual influence of mobi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in the reform p rocess and the state’s inability to fully control
the impact of the mobilization. The start of the marketization in the rural
areas was an unintentional consequence of the reform by mobilizing.
Keywords: marketization, reform by mobilizing, rural reform, social
mobilization, system /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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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 ts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 hy are the turnout
rates in urban community ( shequ) officer elections surp risingly high even
when electorates are generally apathetic to elections? Our exam ination of
the 2006 community elections in Shanghai discovered a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 turnout rates and multip le votes by a single person. First, it
is the household that is the voting unit, not the individual. U sually one
household has only one member who actually does the voting. Second,
unrestricted p roxy voting allows the activists to possess many ballots, a
situation that has resulted from the orchestrated game by the government,
CPC General B ranch, Residents’ Comm ittees ( RCs or jum in
weiyuanhui) , activists, and electorates. Compared with villagers’ self 2
adm inistration, urban community elections lack vitality. The cause of this
difference lies in the purpose of the election: A V illagers’Comm ittee
Election is based on distributive interests and for the purpose of electing a
manager; whereas a Residents’ Comm ittee Election is based on
maintenance interests and for the purpose of electing a gate 2keeper. The
residents’political apathy is in fact determ ined by the community’s
interest structure, and is further strengthened by the community elec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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